
朱光亚：中国科技“众帅之帅” 

 

他扎扎实实地做事，却有战略家的眼光；他“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却是轰轰烈烈的大事。

2 月 26 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光亚同志因病逝世。连日来，朱光亚家中设立的灵堂吊唁者

不断。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赶来送别这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 

 

上世纪 70 年代，在中国新闻媒体报道参加重要活动的领导人名单里，钱学森、朱光亚的名

字总是连在一起。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注意到这一点，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

《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 

 

在中国战略武器的发展中，这两位连办公室都相邻着的科学家确实难以分开：钱学森负责导

弹和卫星，朱光亚负责核武器。但一直以来，由于从事领域的不同和为人低调，朱光亚生前

从没有给自己的人生写下过只言片语，甚至连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也只有 4 篇。 

 

回新中国去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3 时许，大西北的戈壁滩上骤然闪出一道强光，中国的第一颗原子

弹爆炸成功了！但这一刻，朱光亚并没有看到。原来，在离开试验现场返回指挥塔时，司机

驾车走错了路。还在赶路的朱光亚，转过身来，看到半空中正在升腾的蘑菇云，潸然泪下。

18 年前他试图在美国寻找的“原子梦”，今天终于实现。 

 

1945 年 8 月，美国在广岛、长崎两地共投下两枚原子弹，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同时也唤起

了中国人制造原子弹的梦想。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政府邀请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教授商讨发展原子武器事宜。

3 人拟订计划，遴选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其中，朱光亚与李政道一起被吴大猷选中。 

 

带着满脑子的“原子梦想”，一行人从旧金山上岸后，顾不得欣赏这陌生国度的景致，就直奔

普林斯顿大学，可却当头迎来一盆冷水：先期到达的曾昭抡告诉他们，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

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而之前蒋介石政府承诺的 50 万美金研制费也成为一纸空

文。 

 

现实令朱光亚醒悟：美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

旧中国也不可能搞出原子武器。 

 

师生们考察的热望破灭后，决定分别进入美国的研究机构或大学，学习前沿科技。朱光亚不

改初衷，1946 年 9 月，他随吴大猷进入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 

 

在密执安，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 A，连续 4 年获奖学金，并在《物理评论》上相继

发表了 4 篇英语论文。这也是目前公开渠道可查到的朱光亚仅有的 4 篇学术论文。 

 

由于朱光亚在学术上表现突出，又在学校合唱团指挥合唱，因此在同学们中间很有号召力。

他不仅是本校中国留学生会的主席，还在当时留美中国学生中规模最大的两个社团中担任分



会会长。平日里，他常组织大家围坐在草坪上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传递国内消息。 

 

1950 年 3 月 18 日，一篇感情真挚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留美学生

通讯》上。此信一出，仿佛是吹响了回国的集结号，让很多原本天平在摇摆的海外学子受到

了感召，选择了新中国。 

 

这封信的主要牵头人，便是朱光亚。 

 

朱光亚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

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1950 年 2 月，他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旅费，匆匆告

别学业尚未完成、正处在热恋中的女友，取道香港回到新中国。正是此次临行前，他和其他

52 名留学生签名发出了那封公开信。 

 

朱光亚当时可能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决定，竟帮助自己最终圆了没有在美国实现的梦想。几

十年后，当朱光亚的莫逆之交、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调侃地说，“当初

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只有光亚是派对了。” 

 

“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 

 

1965 年，中央领导人宴请参加首次原子弹爆炸的核武器研制与试验部门代表。宴会上，坐

在周恩来总理左边的是钱学森，右边是朱光亚。 

 

钱三强一直把举荐朱光亚视为选拔科技帅才的一个成功范例，而李政道则评价这位好友为

“两弹”研制中的“科技众帅之帅”。 

 

1959年 6月，前苏联来信拒绝按协定提供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中国决定“自己动手，

从头摸起，准备用 8 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在此背景下，当时的核武器研究所急需一位负

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 

 

在钱三强的力荐之下，年仅 35 岁、当时还只是原子能所一个实验室的副主任、科技界“中”

字辈的朱光亚，被调入核武器研究所，并很快就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科技方面的总负责人。 

 

接到这个消息，朱光亚激动万分。实际上，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在回国后的短短一年

内，当他还只是北大物理系一名副教授时，就出版了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中国

当时系统论述核武器知识的早期学术著作之一。 

 

朱光亚的到来，很快使核武器所的工作有了起色。从最基本的理论学习、实验准备工作，到

规范科研管理、建立团队精神，再到最终组织起一支像模像样的研发队伍，核武器所一砖一

瓦的建设，都有朱光亚的努力与付出。 

 

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这些在当时就已很出名的科学家们，还有陈能宽、周光

召等一批科技骨干，都是在朱光亚的建议下加入进来，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的黄金阵容。 

 

1962 年，我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子源研制等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当时正



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对原子弹研制项目是否“下马”出现了争论。9 月，当时的二机部部长

刘杰与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等，向中央提出了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

的“两年规划”。 

 

为进一步分析研究的可行性，朱光亚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

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该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

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他还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

爆炸试验大纲》，提出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

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这一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能安排较多的

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 

 

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誉为原子弹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对此做出重要批示：“很

好，照办。”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紧接着又开始组织实施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和导弹运载核

弹头爆炸试验，都分别取得成功，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接着，又组织力

量，获得了氢弹试验的成功。 

 

在《战略科学家朱光亚》一书中，朱光亚上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人生编年表上，出现最

多的一句话便是——“主持某次核试验取得成功”。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朱光亚曾回顾说。 

 

战略科学家的眼光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的核试验除了历经艰苦的科研攻关外，还一再受到西方国家的阻挠。 

 

早在 1963 年，正当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关于禁止

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美国人露骨地说：“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

获得核能力。”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朱光亚组织调研分析，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

报告指出，世界几个核大国核试验的停与否，最主要的是根据其核武器发展的需要来决定的。

美、苏已进行了大量的核试验，取得了大量数据，他们目前停止部分核试验对其核武器发展

并无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继续发展核武器，而中国则即将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

因此，美、苏、英签订部分禁试条约的目的，就是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 

 

因此，朱光亚在报告中建议说，我国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抓紧时机，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

技术。因为地下核试验有利于保密和减少放射性污染，还可以取得地面试验难以得到的许多

测试数据和资料。 

 

此后，在朱光亚的组织下，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地下核试验的成功。1986 年 3 月中国政府庄



严宣布：“我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 

 

时间进入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而美国核武器

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很可能会加快军控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

条约。 

 

1986 年 3 月，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邓稼先提出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的建议。时任国防科工委

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在看到邓稼先的建议后迅速给予支持，向中

央领导作了汇报，并亲自参与组织、领导了具体规划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1992 年，美国果然提出进行全面禁核试谈判。在关键时刻，朱光亚又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再

次加快”的建议和对策。 

 

1996 年 7 月 29 日 9 时，在朱光亚等人的指导下，我国又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当晚，中

国政府宣布：从 1996 年 7 月 30 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而此前中央关于“两次加快”的正确决策，使我国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完成了

必要的核试验，突破了先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不仅中子弹获得里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

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 10 年辉煌，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 

 

全面停止核试验前后，朱光亚又多次敏锐指出，核武器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他亲自指导核武器研究院和核试验基地开展禁试后科研发展方向的研讨论证，经中央批准

后，很快启动了禁试后核武器技术的研究发展工作。 

 

朱光亚说，“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作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

中国科协主席，他的学术思想从未在“两弹一星”这个节点画上句号。 

 

“朱光亚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著名的 863 计划)实施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

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新型激光研究开拓者之一杜祥琬院士回忆说，“我们专家组开会时朱

老经常来参加，并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包括新领域开拓先要进行发展战略研究、物理概念研

究，基础要打好，不要急于上工程等等。” 

 

多年来，世人一直看不到报道朱光亚个人事迹的文章，其实不是没有人写，而是写了文章到

他那里过不了关，不是被扣下来，就是因不同意发表而被退回。他总说，“先写别人吧，我的

以后再说。” 

 

根据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回忆，解放军出版社曾策划出版了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

朱光亚自然是必写对象之一。报请审批时，他二话不说，提笔就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 

 

1994 年 3 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举行大会选举。在审读朱光亚简短的履历时，政协委

员们都被深深震动，96%的委员同意增选朱光亚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据时任中国工程院秘书长的葛能全回忆，1996 年，朱光亚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

成就奖的 100 万元港币奖励。他拿到奖金支票后，马上就捐给了中国工程科技界的工程科技



奖奖励基金，并反复叮嘱周围的人，这件事千万不要张扬出去。他攒了 4.6 万多元稿费，也

捐给了中国科协的一个基金会。他自己非常节省，经常拿台历反面写东西，如果只需要写一

句话，他会撕那么一条下来，而不是用整张纸。 

 

2009 年，温家宝总理到家中看望朱光亚。那时他刚出院，还坐在轮椅上，便让秘书代读了

一封信。朱光亚在信中指出，科研诚信问题不容忽视，应在制度上有鼓励严谨求实的改策，

有防止科研不端行为的机制和措施。 

 

正如杜祥琬所说，“他这种扎扎实实做事、不急功近利的作风，最值得当前中国科技界学习。”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下列书籍：《我们的父亲朱光亚》《战略科学家朱光亚》) 

 

转自 中国科学院及中国新闻周刊 


